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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藩篱:社交媒体使用与人际交往间的中介效应
———基于京津深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调查

朱文哲

摘　 要:本研究重点探讨了身份认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交媒体使用与人际交往间的中

介效应。 基于 2017 年 3 月在北京、天津和深圳三地的问卷调查和个人深访,发现新生代农

民工对身为进城务工农民的身份认同程度较高,人际交往水平总体稍有偏低且交往多在同

质群体中进行;社交媒体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人际交往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身份认同在社交媒体使用对人际交往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身份区隔及伴生的

社会权利贫困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感知和体认,并成为他们与城市居民进行

人际交往的藩篱;通过向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媒介公共产品和提升其媒介素养水平,有助于

推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异质群体之间建立稳定的人际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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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80 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多达 1. 4 亿人[1] ,他们在成长环境、社会

文化属性等方面与上一代农民工存在代际差异[2] ,渴望融入城市,却在城市生活的人际交往中遭遇

“关系障碍” [3] 。 社交媒体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有很高的普及率[4] ,那么,社交媒体能否改善新生

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状况,为他们提供多样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呢?
既往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形象的媒介再现、农民工的媒介使用行为和大众媒介对农民工的传

播效果等方面[5] ,就新生代农民工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对其人际交往的影响议题,尚未给予足够的重

视,笔者也未检索到讨论身份认同中介效应的文献。 本研究聚焦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采
用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以量化数据呈现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和变量关系,以质性分析探

究变量关系隐藏的社会意涵,从而探讨社交媒体使用与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交往间的中介效应。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社交媒体使用与人际交往

社交媒体即用户进行社会交往和信息分享的平台[6] ,通过对话、分享、撰写、评论、转发等方式将

各种关系聚合在一起,如同一种生活方式,帮助使用者维系、生成社会关系网络[7] ,由在线的联络拓

展了线下的人际交往[8] ,增加使用者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交流机会,对人际交往有积极的促进作用[9] 。
在中国,社交媒体逐渐崛起并广泛应用[10] 。 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有助于弱势群体维系或拓展人际关

系网络[11]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使用社交媒体的活跃群体,为他们网络交友和联络老朋友提供了

便利[4] 。



与上述观点相异,有研究认为,人际交往的中介化不利于双方的深入理解,使人际交往流于肤

浅,尤其与现实社会的隔离,很难产生集体生活所必需的亲密感[12] ,媒介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拉近

使用者的心灵距离,从根本上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13] 。 有研究发现,将过多的精力投入虚拟空间,
会导致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的减少,对使用者的社会参与有轻微但显著的负向影响[14] ,在一定程度

上,使用社交媒体对拓展人际关系有消极作用[15] 。 上述研究表明,基于网络空间的虚拟交往,不利

于真实的意义传递和情感体验,会阻碍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
(二)社交媒体使用与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

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 [16] ,体现了社会成员对所归属群体共同性的认知,对低社会地位群体成员

的心理适应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17] 。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虽然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松

动,但尚未改变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不平衡的现状,农民还没有享有与城里人均等化的公共服

务[18] ,社会区隔所带来的文化差异和社会界线,引发了象征层面的冲突。[19] 虽然媒介塑造的农民工

威胁社会秩序稳定、品行素质低劣的负面形象,会影响到处于社会下层的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公平

和群体身份的感知度[20-21] ,但社交媒体为社会成员寻求身份认同提供了新的场域,在现实社会中感

到压抑的弱势群体可以通过网络空间相互支持,在归属群体中建立自我认同[22] 。
(三)身份认同与人际交往

社会身份是对社会成员所处的位置和角色的区分[23] ,身份认同则表达了社会成员对自身所归属

社会群体的体认与接纳程度[24-25] ,社会成员认同其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身份,有助于将散落的

个体凝聚成有机的整体,实现群体整合。 已有研究证实,认同的不确定性往往伴随权威遵从以及价

值取向的错乱,导致自卑、自闭和社交恐惧[26] ,以至产生心理隔膜[27] ;而确定并相对稳定的社会身份

感知,则能够使社会成员摆脱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28] 。 对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的移民而言,身份认同

在建立人际关系网络方面具有积极意义[29] 。
(四)身份认同的中介作用

现代信息技术引发了社会交往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基于互联网络的虚拟交往日渐风行,社交媒

体成为网络交往的行动场域[30] 。 有研究发现,虚拟交往的时空脱域和主体隐匿特性,导致社会成员

在不同身份间的认同交错[31] ;还有研究发现,在网络媒介的使用中,弱势群体有稳固的群体边界,通
过内群之间的互动与依存,有助于形成群体凝聚力,增强身份认同[32] 。 相异的结论却也充分表明,
媒介能够刺激使用者“思考自己的生活与身份” [33] ,尤其是社交媒体对使用者日常交往的介入,也会

影响到身份认同感,给人际交往带来不确定性和风险性[34] 。
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社交媒体使用对人际交往具有显著影响,社交媒体使

用对身份认同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社交媒体使用通过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间接影响其人

际交往状况。 通过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提出如下分析模型(图 1)。

图 1　 变量间关系假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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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与抽样

北京、天津和深圳分别是环渤海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在吸纳农民工的范围和数

量、农民工的务工行业和岗位、城市公共服务建设、媒介资源的丰富性等方面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综合考虑研究目的和实施便利,本研究将上述三所城市作为调查地点。 根据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

工问题课题组和国家统计局的界定,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出生于 1980 年及以后,户籍在

农村,进城从事体力劳动 6 个月及以上的务工人员。 在问卷调查阶段,为保证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

度,问卷中的量表选用为众多研究所验证的成熟量表。 问卷设计完成之后,笔者在北京和深圳的农

民工聚居区进行了试调查,获取 115 份样本,根据问卷填答现场的反馈及对试调查数据的区分度和

可靠性检验,对问卷的用词和量表的个别项目进行修订。
正式调查于 2017 年 3 月进行,采用多阶段抽样与判断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在三所城市抽取 37 周

岁以下的进城务工人员发放问卷。 首先在每所城市随机抽取三个区,每个区抽取两个街道办(乡

镇),然后使用地图法获取抽样框,在每个街道(乡镇)随机抽取三个企业(工地),每个企业(工地)发
放问卷不超过 25 份。 调查采用匿名纸质问卷的方式,在休息时间现场填答并回收,共发放问卷 1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148 份,有效回收率 95. 6% 。 有效样本中,性别方面,男性占 60. 8% ,女性占

39. 2% ;年龄方面,最小 16 岁,最大 37 岁,平均年龄 25 岁;从业行业方面,从事加工制造、建筑、物流

配送、餐饮、家政、零售、修理等工作。 样本的基本指标与《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 (全
国总工会,2010)和《2016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国家统计局,2017)调查数据较为接近,样本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样本构成见表 1。 调查所得数据采用 SPSS20. 0 和 Amos21. 0 进行统计分析。
为进一步探明身份认同在社交媒体使用与人际交往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在三地选取了 7 名新生

代农民工进行个人深访。 访谈时间在填答问卷结束之后,访谈地点在距离访谈对象住所较近的餐

馆,访谈问题主要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媒介接触和社交媒体使用的基本情况,在务工地的社会交往情

况,对农民工身份的基本看法,进城务工的目的和遇到的困难等等。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见表 2。

表 1　 样本构成表

调查地点 发放问卷(份) 有效问卷(份) 百分比

北京 400 381 95. 2

天津 400 395 98. 7

深圳 400 372 93. 0

合计 1200 1148 95. 6

　 　
表 2　 访谈样本资料表

编号 性别 年龄 务工岗位 务工城市

甲 男 27 汽车修理 北京

乙 男 32 印刷印装 北京

丙 女 34 家政服务 北京

丁 男 20 餐饮配送 天津

戊 女 17 产品组装 天津

己 男 35 安装工程 深圳

庚 女 22 超市收银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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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设计与测量

1. 因变量: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指社会成员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情感沟通的联系过程,通过人际交往各种社会关系得

以实现、维系和发展,人际交往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和个体社会化的基础。[35] 根据文献回顾

并结合研究目的,本研究将人际交往操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他社会成员交往的行动和体验。 美国

心理学家布尔梅森特等编制的《人际交往能力问卷》 (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Questionnaire,ICQ)在
中文语境中已得到检验并被广泛使用。[36]本研究选取该问卷中“主动交往”和“情感支持”两个维度

的题项,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就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水平进行测量(1-做不到,尽量逃避;2-可
以这么做,处理起来有很多困难;3-能做,处理起来稍有困难;4-擅长这么做,能轻松处理;5-非常擅

长,能处理得非常出色),得分愈高则表明人际交往状况愈良好。 经信度检验,“主动交往”维度的 α
值为 0. 960,“情感支持”维度的 α 值为 0. 917,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研究进一步对量表

进行了效度检验,每个题项均落在相应的因子中,且各个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 0. 5,表明量表具有

良好的结构效度,量表解释的总变异量为 71. 2% 。
　 表 3　 社交媒体使用之因子分析

题项
因子 1:
网络交流

因子 2:
讯息阅览

与好友聊天 0. 839

在群组中发言 0. 865

点赞或评论 0. 766

发布图片或个人状态 0. 865

拉群 0. 840

浏览朋友圈 0. 818

转发消息 0. 865

看新闻或关心的话题 0. 804

方差贡献率(% ) 46. 331 29. 907

2. 自变量:社交媒体使用

社交媒体已成为互联网络的重要应用形式,周葆华

等发现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最为普及的网络活动是使

用即时通信(“上 QQ”,使用率为 98. 8% ) [4] ,王锡苓等

发现北京市乡城迁移者社交工具中手机 QQ 和微信的使

用频率达 86. 3% 。[37]结合农民工的媒介使用状况,笔者

将社交媒体操作为基于移动互联网络的微信、QQ 等即

时通信工具,从媒介使用偏好层面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

社交媒体使用特征。 参考韦路等城市新移民社交媒体

使用模式的测量方法,[38]设计八个题项对被访者的使用

行为进行测量,具体包括:转发消息、看新闻或关心的话

题、发布图片或个人状态、浏览朋友圈、点赞或评论、与
好友聊天、在群组中发言、拉群等,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

测量(1-从不、2-很少、3-有时、4-经常、5-总是),得分愈高则表明社交媒体使用的水平愈高,新生

代农民工使用社交媒体的行为愈加频繁。
为了获取新生代农民工社交媒体使用偏好的共性特征,对其进行因子分析(KMO 值为 0. 897,巴

特勒球形检验概值为 0. 000)。 因子分析以主成分分析作为抽取因子的方法,以特征值大于 1 作为选

择因子的标准,为降低因子的复杂性采用最大方差旋转法进行因子旋转,共析出 2 个因子,分别命名

为“网络交流”和“讯息阅览”,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6. 2% ,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经信度检验,
“网络交流”维度的 α 值为 0. 922,“讯息阅览”维度的 α 值为 0. 838,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3. 中介变量:身份认同

本研究以被访者对自身归属的认知和描述为测量依据,侧重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层面的认同感。
奇克和特罗普认为,身份认同在结构上有三个层面:涉及个人价值观的主观感觉、与他人相联系的自我

形象感知、把自己归入集体的情感卷入程度,据此建构并验证了《身份认同问卷》 (Aspects of Identity
Questionnaire,AIQ)。[39]笔者采用 AIQ-IIIx 的研究设计,并根据中文语境进行修订,检验表明身份认同

的三个维度,即个体身份认同(克朗巴哈 α 值为 0. 917)、社会身份认同(克朗巴哈 α 值为 0. 862)、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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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克朗巴哈 α 值为 0. 802)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研究进一步对量表进行了效度检验,
每个题项均落在相应的因子中,且各个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 0. 5,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量
表解释的总变异量为 60. 9% 。 问卷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计分(1-不重要、2-稍有重要、3-重要、4-很重

要、5-极其重要),得分愈高则身份认同水平愈高。

四、研究发现

(一)量化结果

1. 差异性检验

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不同性别、年龄、从业行业对于身份认同和人际交往两个变量是否存在显

著统计差异进行分析。 本研究以均值(25)为界将年龄变量区分为低龄组(含 25)和高龄组,以呈现高

低年龄组观察值在身份认同和人际交往上的差异;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的特点和人际交往的

可能性,将从业行业变量区分为两类:第二产业(加工制造、建筑,表 4 中简记为“二”)和第三产业(物流

配送、餐饮、家政、零售、修理,表 4 中简记为“三”),一般来讲,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有更广泛的社会交

往。 检验(表 4)表明,性别、年龄、从业行业在身份认同变量上的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年龄、从业行业

在人际交往变量上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仅性别(男、女)在人际交往变量上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总

体而言,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水平较之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更高,t(845. 2)= -1. 998,p<0. 05。
由于均差值(MD)是 0. 11,标准偏差集合值(Pooled SD)为 0. 894,d = 0. 12,根据科恩(1988)的定义,这
是比较小的“效应尺度”。

表 4　 不同分组变量对身份认同、人际交往的比较分析

检验变量 分组变量 M SD t df P

身份认同

性别

年龄

行业

男 4. 052 0. 508

女 4. 035 0. 516

低 4. 023 0. 540

高 4. 071 0. 472

二 4. 040 0. 469

三 4. 050 0. 534

0. 525 1146 0. 599

-1. 591 1140. 6 0. 112

-0. 311 954. 4 0. 756

人际交往

性别

年龄

行业

男 2. 902 0. 821

女 3. 012 0. 967

低 2. 906 0. 864

高 2. 992 0. 903

二 2. 971 0. 876

三 2. 930 0. 886

-1. 998 845. 2 　 0. 046莶

-1. 640 1146 0. 101

0. 751 1146 0. 453

　 　 注:莶表示 p<0. 05,莶莶表示 p<0. 01,莶莶莶表示 p<0. 001。 下同。

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三个量表测量相关变量,为排除同源误差的可能干扰,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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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an 单因素检验的方法,对三个量表的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 1 的公

共因子计有 7 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0. 86% ,小于临界标准 40% 。 表明本研究测量中不存

在污染统计分析结果的共同方法学因子,检验证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3. 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 5 呈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交媒体使用、身份认同和人际交往的总体状况。 观察统计数值,社交媒

体使用的均值为 3. 629,表明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中使用社交媒体较为频繁;身份认同的均

值为 4. 045,表明被访对象对农民工身份的认同程度较高;人际交往的均值为 2. 945,表明总体而言新生

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水平稍有偏低。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社交媒体使用、身份认同和人际交往三个变量

两两显著正相关。

表 5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分析

变量 M SD 1 2 3

社交媒体使用 3. 629 0. 819 1

身份认同 4. 045 0. 511 0. 352莶莶 1

人际交往 2. 945 0. 882 0. 270莶莶 0. 262莶莶 1

　 　

4. 假设检验:身份认同的中介效应

限于传统的依次检验方法只能逐次检验中介效应,不能有效处置测量误差,根据相关文献的评析,
笔者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 该方法将样本视为“总体”,通过有放回的重复抽样获得大量

子样本的统计量,以此构造中介效应的非对称置信区间,最具统计功效。[40] 本研究利用 Amos 程序抽取

了 1000 个 Bootstrap 样本,计算各参数的估计值和中介效应值,若中介效应值的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 则中介效应显著。
检验表明,中介模型拟合良好( χ2 = 2453. 120,df = 852,χ2 / df = 2. 879;CFI = 0. 954;TLI = 0. 951;

RMSEA=0. 040;SRMR=0. 047),该模型各条路径的回归系数都达到了显著水平(p<0. 001)。 检验结果

见图 2。

图 2　 身份认同的中介效应模型

·92·朱文哲:身份藩篱:社交媒体使用与人际交往间的中介效应



分析检验模型的路径系数,社交媒体使用对人际交往有正向的预测作用,使用社交媒体越频繁,人
际交往水平就越高(β = 0. 230,p<0. 001);社交媒体使用对身份认同有正向的预测作用,使用社交媒体

越频繁,身份认同程度就越高(β=0. 495,p<0. 001);身份认同对人际交往有正向的预测作用,身份认同

程度越高,人际交往水平就越高(β = 0. 269,p<0. 001)。 路径系数同为正号,表明身份认同在社交媒体

使用对人际交往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显著性检验发现:社交媒体使用通过身份认同对人际交往的间接效应的百分位数 Bootstrap 置信区

间[0. 089,0. 195](p<0. 001)没有包含 0,证实间接效应是显著的;同时,社交媒体使用对人际交往的直

接效应的百分位数 Bootstrap 置信区间[0. 127,0. 327] (p<0. 001)也没有包含 0,证实直接效应是显著

的。 显著性检验证实身份认同在社交媒体使用与人际交往关系间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且中介效应与

总效应之比为 36. 5% 。 综上,研究假设得到证实,即社交媒体使用通过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间接影响其人际交往状况。 量化结果证实使用社交媒体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提升其人际交往水平,在
社交媒体对人际交往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中,身份认同变量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二)访谈结果

1. 社交媒体成为承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通道

访谈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最常使用的媒介是手机和电视,使用电视主要用于收看娱乐体育类节目和

电视剧,有时也会用来收看新闻和生活科普类的节目;手机则用来与他人联络、阅读新闻、收看视频、购
物理财等,被访的 7 人均表示开通了手机流量包业务,且在自租房或集体宿舍能够使用无线局域网。

7 名被访者都表示微信、QQ 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不但方便了与家人、亲朋好友联系,还能节省费用。
被访者乙讲道:“以前常用 QQ,现在也用微信,领班常用它发通知就用了。 ……跟家里人孩子联系更方

便,说话(指语音通话)也不要钱(指不产生通话费用),还能视频看孩子写作业。 跟‘不错的’(指关系

较密切的朋友)联系也多了,只要 QQ、微信还有(指向用户提供服务)就会用。”被访者戊也表示,使用微

信后“和几个朋友的联系也多了,以前就是逛商场时说说话,现在我们常在群里聊(指发语音),这个软

件(指微信)对我们很有用。”
被访农民工社交媒体“好友”的来源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家人、朋友、老乡、工友等在现实生活中

本就熟识的人。 7 名被访者都表示微信、QQ 的“好友”基本上是来自在现实生活中有长期交往的人,即
使偶尔添加不熟识的人为“好友”,过后也很少会有联系;二是从各种群中添加,但从群中添加的“好友”
并不稳定,被访者丁就有这样的经历:“当时在一个老乡群中看到他很活跃,就加他了,后来发现他把我

删了。”访谈发现,社交媒体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计算机中介的人际交往,增加他们与家人、亲友的

联络频次,同时也有助于他们与务工地的工友、老乡之间的交往。 新的媒介技术有助于农民工生成新的

人际关系网,但这种“新的关系”往往脱胎于乡土社会的血缘、地缘关系[41],社交媒体无助于新生代农

民工建立和维系突破亲缘、乡缘和业缘的社会关系网络。
2. 社交媒体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的重要建构力量

访谈中 7 名被访者都认为微信 / QQ 给他们带来了感情的慰藉,在异地他乡感受到亲情、友情、乡情

的温暖和关爱。 被访者己对此深有感触:“我一个人在深圳,常常感到很单、憋闷,工地上和宿舍里人也

不少,都是‘面上的’(指交情浅),QQ 能让我和老婆孩子、好朋友说说心里话,这样心里会很踏实。”说
说家常话、排遣心中的不满、发发牢骚、问问对方近况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交媒体中“交谈”的主要内

容,“其实也没什么事儿,随便聊聊,聊聊心里就不烦得慌了”(被访者戊),“……就是个笑脸(指表情符

号),也让我觉着他在我身边”(被访者丙)。 “说什么”(内容)只是表象,深层的或者更重要的是情绪的

排遣与抚慰、情感的沟通与共鸣,交谈主要不是为了交换信息,而是排遣内心的孤寂、烦躁、憋闷,获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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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慰藉。
访谈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使用微信朋友圈和 QQ 空间上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和象征意义,他们发

朋友圈的动机并非仅仅是为了“展示”,而是更渴望获得好友的关注。 “发朋友圈就是告诉他们我还活

着,看看谁赞我评论我,知道他们在关注我”(被访者庚),被访者乙也讲到,“有时会发个吃饭喝酒的图

片,‘显摆显摆’(即炫耀)、找找‘骂’,这样大家关系就更近了”。 与文献回顾中有关结论相左,社交媒

体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提供了便利,提升了交往双方的亲密感,拉近了双方的心理距离,身处同

质群体中的双方通过网络互动产生了意义交换和情感共鸣,对其人际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嘤其

鸣矣,求其友声”,“展示”与回应就演化为一种交谈、一种“交往需要” [42],一种个体间心灵交往的社会

仪式。
3. 社交媒体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感知并作用于其人际交往

访谈发现,社交媒体在促成农民工的身份感知与认同方面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身为外地人的他

们本就在城市中面临种种尴尬,社交媒体中散播的关于农民工的新闻报道和影视形象又进一步强化了

这种认知。 被访者己说:“在(微信)群里看到别人转发的新闻,说是有‘打工的’坐公交车被别的乘客赶

下车了,城里人嫌他穿得破破烂烂的,脏……我们(农民工)就是低人一等。”①同时,新生代农民工认为

媒介中呈现的农民工“成功人士”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 “电视里都是‘编’(指虚构)的,我是没见过

‘赵小云’。”②(被访者丙)“演电影拍电视能给你弄个‘成功人士’,身边哪个‘打工的’发家了? 混口饭

就中(指该知足了),鸡毛能飞上天?”(被访者甲)。 被访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遭遇和亲身体验,让他们

对新闻报道和媒介形象有着特定的解读,社会成员的亲身经历和主体意识在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感知

的生成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43]在媒介形象与个人际遇的“碰撞”中,触动了对自我身份的感知:“我们

就是低人一等”的“打工的”。 访谈结论与量化发现相一致,社交媒体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结构

中自我身份的感知。
参与访谈的 7 名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困囿于自身身份而不能与异质群体中的成员建立稳定的人际交

往。 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低人一等”、故步自封,不能主动与城里人、“体面人”建立关系。
“地有三六九,人分上中下。 你得认这个理儿,你见了人家体面人、本地人,搭讪也是白搭讪”,当被访者

甲用第二人称“你”来陈述个人感受时,语气出奇的平静。 另一方面,中国是关系主导型社会,人际交往

往往在稳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限于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社会距离,城市居民很少会与身处社

会底层的农民工有过密的交往,被访者庚说:“我们与城里人很少有联系,基本上也没有‘走动’(指具有

一定人情交换的交往)……除了交房租、拿收据,和房东也没有‘走动’。”被访者丁也说到,“我倒是想和

他们(指服务对象)聊聊,(但是)谁搭理我啊!”由于双方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文化差异等因素,新生代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难以逾越,很难获得城市居民的认可,不能与城市居民保持稳定的人际交

往,双方少有的接触也呈现出若即若离、似有还无的样貌。

五、讨论与思考

通过问卷调查和个人深访,笔者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媒体使用与人际交往的总体状况,探讨

了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交往的影响,揭示了身份认同的中介效应。 结合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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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被访者再没有给出更多相关报道的细节,经笔者在互联网检索,发现农民工乘用公交被赶下车,或不准上车的报道,几次见诸新
闻报道并在互联网广泛散播。 如:《男子嫌农民工汗味大赶其下公交起身一脚踹掉行李》《公交司机脚踢乘客被曝光》《农民工被赶下公
交车是身份社会的印记》《嫌农民工行李过多两公交司机把人拉下车》等。

被访者提及的赵小云是电视剧《外来妹》中的主人公,她从穷乡僻壤来到珠江三角洲务工,历经波折不改初心,终于成就了一番事
业,成为进城务工人员奋斗成功的典型。 该剧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上映,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文化语境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就研究发现讨论如下。
(一)身份区隔催生了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交往的“内卷化”
在社会文化层面,儒家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构造了中国社会的行为指南和标准,其所奉行的“序尊

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 [44] 的等级观念,普遍显现于身份、地位、贫富、阶层

等方面的序列和差异,尤其对中国人的社会归属和人际交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无论是《论语》等典籍

中“人”“民”之分所蕴含的政治境遇,[45] 还是“葫芦状结构” [46] “倒丁字形结构” [47] 等概念所界定的社

会分层,无不表明一种“社会断裂”①———源于身份制度与资源垄断所诱发并固化的不同社会阶层间的

疏离关系。
中国的身份制度,即依据社会成员的先赋地位而将之区分为不同身份群体的制度,[48] 已成为一种

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化生产机制,其中,尤以户籍身份为甚,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出身、地位和资格。 户

籍将中国公民划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这种制度设计不仅“导致处于不对等权利关系中的农民工

无法获得基本的城市公民权” [49],更通过政制权力制造并维系了城乡差异、阶层分化及其滋生的意识形

态———农村、农民隐然已成为“落后”“贫贱”“低劣”的代名词,农民工也无从辩驳地以“盲流”“负面行

为者”“威胁与麻烦制造者” [50]等形象现身于媒体。 对农民工群体的污名化乃至妖魔化,不仅阻碍了城

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心理认同和文化接纳,还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心理落差、对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产生

消极评价,从而不可避免地拉大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51],产生阶层鸿沟和社会分化。
社会距离源于不同社会群体间的落差,并在最现实的层面体现为不同阶层成员之间的社会交

往。[52]本研究发现,身处近乎相同的地理空间,新生代农民工与务工地的城市居民之间却鲜有持久性的

交往,未能建立稳定、长期的社会关系网络,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地人之间存在人际关系区隔,新生代农民

工的人际关系依旧以“第一级关系”(自然血缘关系、亲属关系,即儒家所谓“亲亲尊尊”)为主。[53] 市场

的力量并没有“一面倒地把社会人际关系和其文化元素连根拔起” [54],决定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边界

的依然是社会身份,而不是所从事的职业。[55] 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将农民工从“熟人社会”中抽取出

来,却又难以安放在务工地的社会交往之中,脱离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现实交往和鲜活体验,这个从乡野

中走来的群体,就成为“我们”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
身份是社会等级的铭牌和人格不平等的标尺,凸显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高低、权力大小以

及占有社会资源的多寡。 中国人的价值是“需要从外界获得的” [56],个体的社会身份及其社会关系网

络承载着多少国人生命的几多寄托,成为“有身份”的人,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有着深刻的内涵。 近年

来,随着“积分落户”“购房落户”等政策的实施,户籍制度已有所松动,但却于“社会结构紧张”酿成的

社会问题无补,社会文化所营造的成功的光环和渴求成功的期望值,与制度—结构性要素为下层群体所

提供的可靠路径之间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 [57],出生于农村,且未能经由高等教育或经商致富实现向

社会上层的流动,即使在城市务工,一个生命体也不能逃脱被打上“农民身份”的烙印。 “人生如戏”“戏
如人生”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的喟叹,与优势阶层侧重“戏”(即在社会舞台上“表演”)不同,农民

工的体味在“如”(当不得真、较不得真的无奈)———“这辈子就是一出戏,眨眨眼就完”(被访者甲)。 在

这般生命体验和文化氛围中,新生代农民工很难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其社会关系网络更易于在同质群

体中延展,其人际交往亦由此呈现出内卷化效应。
(二)权利贫困构筑了新生代农民工人际关系的“交往障碍”
在社会权利层面,农民工的社会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供给不足状态,社会权利的贫困加剧了阶层

·23· 　 2019 年第 2 期

①学者孙立平认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由此产生了社
会结构和文化上的“断裂”———社会的不同成分间难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参见孙立平. 断箭———关注当下中国发展中的社会断裂 / /
张立升. 社会学家茶座精华本(卷一)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6-22.



分化,并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在同质群体中循环,社交半径难以突破同质群体的圈囿。 本文所

使用的社会权利并非是一个政治术语,而是基于人性的、价值中立的概念范畴。 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

(T. H. Marshall)最早提出了公民社会权利(social rights)的概念,以之来指称社会成员所享有经济福利、
社会保障并依据社会通行的准则享受文明生活的一系列权利。[58]社会权利是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

内容。 有研究表明,中国现行法规不能充分保障平等的公民权利,弱势群体不能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
人格尊严极度匮乏。[59]新生代农民工虽已被整合进工业生产流水线和城市生活大舞台之中,然因户籍

捆绑而伴生的政策性排斥,导致该群体不能享有与城里人同等的社会福利和医疗救济保障等权利,与城

里人之间的权利差异让处于劣势一方的农民工产生“相对剥夺感” [60],社会权利贫困的“中国现象”催
生了权利主体的不平等,导致农民工群体和优势群体之间的“交往障碍”。

信息技术能为弱势群体丰富自我、发展自我提供便利,公众普遍乐见新媒体技术中所孕育的自由、
平等、民主等价值意蕴能扶助弱势群体更加自信地融入社会,共享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福祉。 本研究

却发现,当前社交媒体无助于新生代农民工跨越因权利贫困而伴生的“交往障碍”,虽然从总体上来讲

科学技术能推动人类的文明进步,但具体到技术的社会应用却并非是无利害的,从知识沟到数字鸿沟,
无不表明了技术应用的社会性,社交媒体的效用同样需要依附于具体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 当现代

技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构成人类交往的叙事框架,甚至人生的意义都要到技术环境中找寻时,
“不仅有一个社会和政治选择的程度,也意味着相关社会力量的理解能力和机会把握” [61],社交媒体之

于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交往的作用,也将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语义问题,还关乎生命体的内心和谐、人生体

验,以及社会公平和人间正义。
当下,我国信息技术的应用中存在强调市场逻辑而漠视公共服务的弊病,用户往往被数字化为市场

增量、利润贡献率和股市市值,媒介中漂浮着精英话语、娱乐狂欢和消费引诱,商业叙事左右了社会交往

的话语资源和认同尺度,基于社会成员普遍利益的公共价值似已消弭殆尽,其后果势必会折损政府的公

共性,导致弱势群体心理失衡,甚至触发社会失范行为。 国家作为重要的干预力量,要充分重视社会结

构中媒介系统的能动作用,一方面应为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提供均等化的媒介公共产品,
通过媒介尤其是社交媒体满足其期望被尊重的需求、实现其自身的价值,为他们享受技术进步的福利而

提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要创新路径切实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引导他们全面地认识媒介内

容,帮助他们使用社交媒体恰当地表达个人观点、有效地拓展社交半径、开放地融入城市生活。 经由公

共服务和媒介素养的协调互动,有助于清除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极影响,促成其身

份与心理的双重转变,助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融洽相处,消减社会层面的“传播赤字”①,实现不同社会

群体之间密切而又和睦的“传播联结” [62]。
本研究丰富了弱势群体媒体使用的研究框架,尝试提出社交媒体使用对人际交往影响的中介效应

模型,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身份认同的部分中介效应。 研究结论为我国当前的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社会

心理建设以及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政策制定提供了基本的事实依据,研究结论对理解信息传播技

术在弱势群体中的应用和效能,认识社交媒体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同时,
受限于样本全部来自东部一线城市,且非严格的概率抽样,样本数据会存在一定偏差,虽不会对研究结

论产生本质影响,但仍会干扰到结论的概括性和普遍性。 后续研究可尝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概率抽样,
获得再现或者接近新生代农民工总体结构的样本,并可尝试验证身份认同的中介效应在其他社会群体

中是否依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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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Barrier:A Study of Mediating Effects of Identity on
Social Media Use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mong

Chines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Zhu Wenzhe(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identity on social media use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mong Chines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s and in-depth interviews,we found that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ve high level of i-
dentity,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level is slightly lower,and thei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homo-
geneous groups;the use of social media for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identity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identity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so-
cial media use 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eparation of social identity and the
lack of social rights strengthen the perception and recognition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elf-identity
and become barriers to their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with urban residents. By providi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ith media public goods and improving their media literacy level,it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heterogeneous groups to establish stabl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social media;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eparation of social identity;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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